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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广东卷·6）表1  1889年张之洞与李鸿章的争论
	
	主张

	张之洞
	储铁宜急，勘路宜缓……前六七年积款积铁，后三四年兴工修造（铁路）……岂有地球之上独中华之铁皆是弃物？

	李鸿章
	筹划开矿，炼成铁条（钢轨），器款甚巨，岂能各省同开？……日本铁路日增，至今工料皆用土产，惟钢轨等项仍购西洋。


二人争论的问题是
A． 洋务运动要不要借鉴明治维新         
B．兴办炼铁业可否举借外债
C．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孰重孰轻         
D．修筑铁路与炼铁执先孰后
答案：D
试题立意：修筑路体现了统治集团内部新旧观念的激烈交锋、各种政治力量的尖锐较量、利益关系复杂的你争我夺，从中可以看到不同利益集团的博弈下的中国近代化道路的艰难。
试题分析：本题考查主干知识洋务运动，通过“1889年张之洞与李鸿章的争论”，考查学生概括历史信息的能力，从两人的观点看，二人能够达成的共同点是铁路必须要修筑，这体现了两者修筑铁路的目的都是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发展中国的近代化；但是二者不同之处，在于如何修筑铁路，无法达成共识，张之洞主张“储铁宜急，勘路宜缓”，即主张应以储铁为主，修路等事宜可以暂缓；而李鸿章主张“筹划开矿，炼成铁条（钢轨），器款甚巨，岂能各省同开？……日本铁路日增，至今工料皆用土产，惟钢轨等项仍购西洋。”，即开矿炼铁花费巨大，不能大范围开展，可以效仿日本，先买西洋钢轨以修建铁路，因此二人观点的分歧在于炼铁与修筑铁路孰先孰后的问题，D项较为合适；“洋务运动要不要借鉴明治维新”并不是张之洞与李鸿章观点的分歧，材料中仅有李鸿章主张借鉴日本修筑铁路的办法，张之洞并未体现借鉴日本修筑铁路的方法，排除A项；李鸿章与张之洞从材料中都未体现通过借外债修筑铁路，“筹划开矿，炼成铁条（钢轨），器款甚巨，岂能各省同开？”仅体现李鸿章认为炼铁需要巨额资金，现有的条件，很难做到各省同时开矿炼铁，同时材料中并未涉及到外债问题，排除B项；修筑铁路、冶炼钢铁都属于民用工业，排除C项。

◎史料素材阅读：
史学材料研读一：近代铁路的建设的争论
1880年底，关于是否能修铁路的大争论以洋务派失败而告终。但李鸿章并不甘心，一直在寻机重提此事，而且，他明白修铁路虽然不可能作为一项“国策”，但有可能在他的势力范围内作为一项“地方”的“土政策”施行。
就在争论最激烈的1880年，他就悄悄开始试探性地动工修建开平煤矿唐山至胥各庄铁路，以便运煤；1881年这条约10公里的短短一段铁路建成后，他才正式奏报清廷，并有意将其说成是“马路”。李鸿章真不愧是后来“遇到红灯绕开走”的前辈。李鸿章汲取了在“大争论”中未得到朝中有力支持而失败的教训，所以在修路的同时积极活动，寻求权贵的支持。此时醇亲王奕譞早已取代恭亲王奕䜣，最为慈禧太后倚重，所以李鸿章全力做他的工作。他多次给奕譞写信，说明兴办铁路的种种好处，奕譞有所心动，所以李才敢将唐胥路修完。但李一直认为修路应是举国兴办，所以在给奕譞的信中说修铁路在中国“阻于浮议”一直未能兴办，并且明确表示希望由奕譞直接出面“主持大计”。
1885年中法战争结束，战争中暴露出海军调度协调的问题，清廷最终同意成立“海军衙门”；同时陆军调兵遣将行动迟缓的严重问题也暴露出来，清廷也不得不面对这个问题，重新考虑是否应当修铁路。在这种情况下，经过奕譞、李鸿章的努力，清廷终于在1886年决定将铁路事宜划归由奕譞为总理，李鸿章等人为会办的海军衙门办理。由“海军衙门”负责修建铁路，也可说是当时的“中国特色”。同年，奕譞到天津巡视北洋海口，与李鸿章具体商订修路办法。奕譞后来说他对修铁路以前也曾“习闻陈言，尝持偏论”，反对修路，但经中法之战，又“亲历北洋海口，始悉局外空谈与局中实际，判然两途”，于是支持修路的态度更加坚决。但以奕譞此时的权位之重，却也不敢大张旗鼓地主张修路，所以在天津巡视北洋海口与李鸿章商议时，也不得不想方设法避开强烈的反对意见。他对李鸿章说，如果修铁路，还必须从已修成的胥各庄一路修起，因为修唐山到胥各庄的铁路是为了运开平矿的煤，关系不大，反对的意见可能会小一些，这样此事才有可能办成。李鸿章也认为事情只有如此才可行，更加在唐胥铁路基础上逐年修建，相当一段时间内所经之地都在他管辖的直隶境内，更易办成。据此，李鸿章采取一点点来、稳步前进的策略。开平矿务局在李鸿章的授意下就在这一年便以要运煤以方便商业为理由，将唐胥铁路延长到芦台附近的阎庄，总长从10公里延长到约40多公里，改称唐芦铁路。同时，李鸿章趁热打铁，成立了开平铁路公司，招集商股25万两。就在1886年底，李鸿章又与奕譞相商，提出将唐芦铁路延长修建到大沽、天津。1887年春，由奕譞出面奏准动工修建，强调这段路是“为调兵运军火之用”，并将开平铁路公司改名为中国铁路公司。此路第二年便告建成，这条从唐山到天津的铁路全长终于达到130公里左右。可以看到，从1880年修唐胥路到1888年延长到天津，几年间李鸿章一直紧锣密鼓，不放过任何“可乘之机”，硬是一点点修成了铁路。其间当然也有小小的波折，如唐胥路刚修成时，一位英国工程师用矿上的废旧锅炉改造成一台蒸汽机车拉煤时，却遭到顽固派的反对，曾不得不改用骡拉运煤车皮，几经周折，方许蒸汽机车运行。唐山天津的线修通后，李鸿章视察了这条铁路，亲身体验了铁路的快捷，大为满意地说：从天津到唐山的铁路一律平稳坚实，所有桥梁和机车都符合要求。除停车检修时间不计外，全程二百六十里，只走一个半时辰，比轮船快多了。这时李鸿章信心大增，想趁热打铁再把铁路从天津延伸到京城附近的通州，于1888年11月通过奕譞主管的海军衙门奏请修筑津通路，其理由是津通路将沿海与内陆联结起来，可以“外助海路之需，内备征兵入卫之用”，有利于军事、防务。这一奏请得到朝廷批准，没想到却捅了马蜂窝。顽固派本来可能是对醇亲王有所顾忌，对李鸿章悄悄修路忍而又忍，并未大张旗鼓表示反对，现在他要把铁路修到天子脚下，岂可容忍！反对声于是像炸开锅一样，一时弹章蜂起，纷至沓来，掀起了近代关于铁路的又一次大争论。顽固派有的上奏朝廷，有的致函奕譞，想争取他而拆掉李鸿章的后台。为了耸人听闻，顽固派与前几次一样，首先指责修路是“开辟所未有，祖宗所未创”，还将修路与“灾异”联系起来，认为清宫太平门失火就是“天象示儆”。大体而言，顽固派的意见集中于以下几点：一，修铁路有利于外敌入侵。认为如修筑津通路，一旦外敌人侵即可经由铁路直达京师。二，修路扰民。铁路所经之地，要拆毁民间田庐坟墓，必致民怨沸腾。三，修筑铁路夺民生计。铁路修通后，将导致成千上万原来的水手、船夫、客店主贫困失业；断了他们的生计。面对众多位高权重的大臣的强烈反对，李鸿章这次因有醇亲王支持，所以与顽固派针锋相对，反复辩驳，毫不示弱。对于铁路“资敌”的责难，他反驳说敌人前来也必须用机车、车厢运兵，我方可先将机车、车厢撤回，使敌无车可乘；另外，到时还可以拆毁铁轨或埋下地雷，使敌人不可能利用铁路长驱直入。相反，铁路将使中国运兵更加快捷。针对“扰民”观点，他以修筑唐山到大沽、大沽到天津的铁路为例，认为修路应当尽量避免拆毁民间房屋坟墓，万一无法避免时，只要给居民以“重价”，民众就不反对修路。至于说到铁路“夺民生计”，他认为更没有道理，从国外和国内已修通的铁路沿线来看，铁路沿线生意发达，修铁路、通火车只会增加各种职业。
1880年底关于铁路的第一次大争辩时，双方基本只能空论修路的利弊，无法以经验、事实来检验，再加上顽固派比洋务派强大得多，以洋务派失败告终。而这一次大争论，则有已经修成的唐津铁路以事实证明了铁路的优越性；更加中法战争后奕譞意识到铁路的重要，所以坚决支持修路，这样赞成与反对双方力量旗鼓相当。面对这种局面，朝廷一时也拿不定主意，于是认为各位“廷臣于海防机要，素未究心，语多隔膜”，而各省将军督抚向身处各重要地方，亲自办理防务，“利害躬亲，自必讲求有素”，所以慈禧于1889年2月14日发布“懿旨”，要地方大员也发表意见。但这些“地方官”都谙熟官场的“游戏规则”，知道赞成与反对两派在朝廷各有势力，不能轻易得罪，结果明确表态支持与反对的都是少数，大多数都是含糊其辞、态度暖昧。这时，两广总督张之洞经中法战争后已转而赞同洋务，所以明确表态支持修铁路。不过，他的建议却是停修津通路，改修腹省干路，即从卢沟桥到汉口的卢汉路。几经权衡，清廷最后采纳了张之洞的建议，决定缓建津通路，先建卢汉路，历时半年的大争论遂告结束。
从是否修铁路来说，这次争论以洋务派胜利告终，所以奕譞在给李鸿章的电报中高兴地称赞张之洞的建议是“别开生面，与吾侪异曲同工”。然而，李鸿章的心情却复杂得多：一方面，若从1872年俄国出兵侵占我国伊犁他提出改“土车为铁路”的主张起，到现在已近二十年，虽然十分艰难、耽误了二十年宝贵时光，但朝廷最终同意修路，他当然为此高兴；但另一方面，张之洞的建议明显是为限制自己的北洋系势力进一步扩张，而朝廷决定也明显扬张抑己，所以又有深受打压之感，时有怨愤。而洋务派内部也有不少人对李鸿章北洋系扩张过快大为不满，如威望甚高的曾国荃上奏坚决主张要修铁路，认为今天不修明天肯定也要修，各国皆同，但对修津通线一事却三缄其口，决不附和。
不过，李并不甘心自己的计划落空、势力受损。他知道，要修长达三千华里的卢汉路谈何容易，约需三千万两白银，几乎是朝廷年收入的一半。所以他在给其兄的信中不满地说张之洞“大言无实”，最后“恐难交卷，终要泻底”。因此，他对修卢汉路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但张之洞不愧是洋务运动的后起之秀，也是官场高手，岂能让李鸿章作壁上观？想方设法也要让李鸿章“上马”为我所用，所以向朝廷建议卢汉路分几段修筑，先修南北两段；南段从汉口到信阳，由他负责；北段从卢沟桥到正定府，由李鸿章负责。他还提出以十年为期，前几年先建铁厂、钢厂，后几年再开始修建铁路，“两端并举，一气作成”。对此主张，李鸿章大不以为然，曾以此中前辈教导后辈的口吻致电张之洞说，从开采铁矿、炼钢到做成铁轨、机车实非易事。如日本一直在大修铁路，工、料虽然都用土产，但直到现在钢轨仍不得不从西洋进口。最后，他表示“自愧年衰力薄，不获目睹其成耳”！一是以此推脱，二是表示自己看不到那一天对张大泼冷水。就在他辞就两难之际，沙俄加紧修建东方铁路，直接威胁到“龙兴之地”我国东北的安全，他于1890年3月会同总理衙门上奏朝廷，提出东北、朝鲜受到日本、俄国严重威胁，因此建议缓建卢汉路、先修山海关内外的“关东铁路”以加强防务，此奏立即得到朝廷批准，谕令李鸿章督办一切事宜。李鸿章大喜过望，再不以“年衰力薄”推却，并迅速派人前往测量勘路。以当时形势而言，确应先修关东铁路，而李鸿章也确实善于“把握机会”扩大自己的势力。
关东铁路实行官办，将原来修卢汉路的每年200万两移作关东铁路之用。因为唐津铁路已修至滦州的林西镇，李鸿章决定关东铁路由林西造干路出山海关至沈阳，再到吉林，再从沈阳造到牛庄、营口的支线。然而就在这关键时刻，醇亲王于1891年元月病逝，李鸿章此时在山海关设立了北洋官铁路局，生怕此事因而生变，所以在此函中格外提醒新任海军衙门总理大臣奕劻等人：“追思醇贤亲王临终之恨，未睹斯事之成”，大家都是这一提议的发起人，更加“责无旁贷”。他表白自己之所以敢于不畏劳苦、甘冒舆论反对担此重责，一因“欲报醇贤亲王之知遇”之恩，另外也是“自尽当官之职事也”。
当一切按计划进行，林西至山海关段一百多公里长的铁路于1894年春建成通车后，户部决定挪用关东铁路经费给慈禧太后作六十寿辰庆典之用，不得不停建。而奕譞的去世使李鸿章在朝中失去强有力奥援，只能遵从停建之命。
“铁路”这种新式交通方式在近代中国几十年的命运真可谓一波三折。从要不要修铁路之争到怎样修铁路的明争暗斗，可以看到新旧观念的激烈交锋、各种政治力量的尖锐较量、利益关系复杂的你争我夺······不啻是一幅当日官场的“缩图”。
——摘编自雷颐著：《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山西出版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1月第1版，第247-251页

史学材料研读二：官办、官督商办民用工业
在创办军事工业的过程中，洋务官僚们遇到了许多困难、首先是财政方面的困难。兴办军事工业需要巨额经费来维持，晚清政府自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财政日见困窘，虽经多方罗掘，但仍不能筹措到充足的经费，致使许多官办工厂或创办不久就无法维持或生产停滞不前。其次，创办军事工业，需要原料和燃料的供应，需要近代电讯和交通运输业的支援、洋务官僚们在创办军事工业初期，所需钢铁、煤等原料、燃料都是从外国进口而来的，这样成本即高又无保障，一旦爆发战争，这些兵工厂就会无法正常运转。另外、洋务官僚们也认识到，单纯依靠军事工业是无法建立一个安全、快速有效的防务体系的。19世纪70年代，洋务官僚们对于向西方学习的认识又有所进步，他们意识到西方不仅“船坚炮利”，它们还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李鸿章说：“中国积弱，由于患贫：西洋方千里、数百里之国，岁人财赋动以数万万计，无非取资于煤铁五金之矿，铁路、电报、信局、丁口等税。酌度时势，若不早图变计，择其至要者逐渐仿行，以贫交富，以弱敌强，未有不终受其敝者：”他认为：“必先富而后能强，尤必富在民生，而国本乃可益固。”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资本主义列强屡次提出要在中国开采矿产、建筑铁路、设立电报、内河行使轮船等要求。洋务官僚们则认为应当自行仿办民用企业，权操于我，不可流失利权，受制于人：而在当时，外商在华企业的高额利润及买办们的巨富，又给洋务官僚们以很大刺激，“分洋商之利”也是创办民用工业的动机，因此，洋务官僚们提出“富强于富”的口号，在继续经营以“求强”为目标的官办军事工业的同时，开始着手经营以“求富”为目的的民用企业，其中包括航运、铁路、电讯等交通运输业和采矿、冶炼、纺织等工矿业。
——摘编自马敏 朱英等著：《中国经济通史（第八卷下册）》，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12月第1版，第三章，第171-172页

引证材料：洋务企业性质
洋务派所办民用企业，从资金来原和管理体制看，有官办、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三种形式。官办企业由官府筹建和拨充经费，直接派人管理。张之洞所办的汉阳铁厂、湖北织布局，以及、部分煤矿，多数金属矿都是这类官办企业。从经营看，这类企业多数办理不成功。如张之洞所办汉阳铁厂由于资金不足，原料和燃料供应困难，产量低、销路不广，陷于严重、损境地，甲午战争后不得不招商承办。继织布官局之后，张之洞又于1893年设纺纱局，但由于经营不善，连年亏损，1902年不得不租给粤商经办。官办煤矿中的台湾基隆煤矿，1878年投产后，曾一度形势较好，但中法战争后因官款拮据，一度改为官商合办，不久又恢复官办，但亏损严重，甲午战争后被日本人所攫夺。
官督商办是一种采用股份制形式组建的企业，主要由商人出资认股，官方掌管企业大政方针并直接派员管理。洋务派所办的一些重要的民用企业，如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上海机器织布局、漠河金矿、上海电报总局、中国铁路公司均为官督商办企业。中小型煤矿中也有一部分为官督商办。这些企业吸收了大量商股，使一部分买办、商人、地主、官僚通过投资活动转化成资本所有者。但另一方面，这些企业的经营管理权掌握在官僚手中，他们并不懂得企业经营管理，却把封建衙门的任人唯亲、徇私舞弊、中饱私囊的官场作风带进企业，导致企业机构臃肿，效率低下。
官商合办形式是在洋务运动后期出现的。它由官商分别出资认股，共同管理企业，企业盈利和亏损均按股份比例分配。张之洞所办湖北缫丝局、纺纱局起初都为官商合办企业。然而在这类企业中，张之洞仍派官僚出任督办，导致官商冲突，纺纱局后来又不得不转为官办，缫丝局在艰难中勉强维护，1902年一起被私人承租。
——摘编自章开沅主编：《中国经济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7月第1版，第七章，第214-215页

史学材料研读三：国际市场和封建主义生产关系对民用企业的束缚
首先谈国际市场的廉价商品对近代民用性工业的束缚。外国资本主义企业的资本有机构成，比中国近代工业的资本有机构成为高，因而外国产品的劳动生产率也较中国为高，加之金融、交通运输等条件较好，产品成本较中国为低是必然的。清政府经营的民用性工业，除资本有机构成低、劳动生产率不高及金融和交通运输等条件较差外，国货税收又较之洋货税收为重，因此，尽管劳动力价值较之外国低廉一些，产品成本还是较高的；加之管理腐败、贪污中饱、产品质量不高和购买者的相信外货的心理等因素，产品到市场和外货竞争的能力较弱。汉阳炼铁厂就是明显的例证。汉阳炼铁厂的产品，制造局也不买它的，而以高价购买外洋的钢铁。一八九四年上海有一个人致张之洞电说：“闻沪制造局近定购洋生铁五、六百吨，价三十余两；何不买汉厂之铁？甚奇。”当时鄂厂产的生铁，在上海每吨市价为二十二两，制造局不买鄂厂生铁，可能由于钢铁质量不高和买办们崇尚洋产。国产竞争不过洋产得到了证明。张之洞曾企图利用清政府的政权力量强制大家购买鄂厂钢铁和钢铁制品，特别是要芦汉铁路的修建，非买它的铁轨不可。张之洞说：“并恳天恩饬下南北洋大臣、直省各督抚，嗣后凡有官办钢铁料件，一律向鄂厂定购，不得再购外洋之物。”并向清中央政府发牢骚和带威胁性地说：“万一路局秦越视铁厂，则必大开漏卮，华铁销路阻塞，断难支持”；不仅关系到国家大计，连官款也不能收回。又说：“中国苦心孤诣，炼成钢铁，不异洋产。万一各省办事人员，以意见为好恶，仍舍其自有而求诸外人，则自强之本意既大相刺谬，厂商之力量亦必不能支。”
汉阳炼铁厂的生产能力是不高的，如果发挥全部设备的利用率，年产钢铁也不过三万吨，官办事业不购买它的钢铁，民办企业和民生日用之需方面，也是没有多大市场。因为中国自然经济还占着优势，民族资本主义没有发达，钢铁和钢铁制品的销路是很窄的。张之洞看出了这一点，他说：“铁厂一事，固在资本之足，熔炼之精，而利益转输，尤在销路之广。目前中国制造之艺，尚未能各辟畦迳，日出新机。农工器具，土铁足用，制造官局，岁购不多，综计用铁大宗，无如铁轨。”这说明封建主义生产关系对近代民用性工业的阻碍作用。一八九六年汉阳铁厂招商承办后的六年时间，“该厂共产生铁26,800吨，熟铁700吨，钢1,600吨，铁轨22,100吨，铁器3,700吨，此外，还有其他铁制品。”汉阳铁厂的设备利用率是极低的。
由此可见，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生产关系，是近代民用性工业没有发展前途的根本原由。
由此可见，清政府经营的近代民用性工业本身的封建性、买办性，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生产关系的束缚，规定它很难走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的道路，而是另一条特殊的道路。
——摘编自夏东元著：《晚清洋务运动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3月第3版，第150-152页

史学材料研读四：汉阳铁厂
在钢铁工业方面，由张之洞创建的汉阳铁厂是一个兼有军用和民用性质的大型原材料生产企业。张之洞在1884年任山西任巡抚时就有开采铁矿的打算，后来任两广总督时又计划在广州建炼铁厂，并向英国订购各种设备。1889年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遂将筹办中的炼铁厂移建于汉阳。1890年2月成立的湖北铁政局负责筹建铁厂之事，先委派候补道蔡锡勇筹办，后为加强力量、便于办事，又增派湖北布政使、按察使、粮储道、盐法道4人总办局务，以蔡锡勇为驻局总办。后经一年多的查勘铁矿、煤矿和选择厂址，于1891年9月动工兴建汉阳铁厂，1893年冬竣工，共耗资400万两，建成炼生铁厂、炼熟铁厂、炼贝色麻钢厂、炼西门土钢厂、造钢轨厂、造铁货厂等6个大厂和机器、铸铁、打铁、鱼片钩钉等4个小厂；其设备的生产能力可日产生铁100余吨、钢60吨。1894年2月汉阳铁厂生火投产，6月30日正式出铁。在建铁厂的同时，张之洞还开办大冶铁矿和运矿铁路、马鞍山煤矿和炼焦厂，为铁厂提供铁矿和燃料，从而形成一个集采矿、炼焦、炼铁、炼钢和造钢于一体的大型钢铁联合企业，其企业规模和设备水平在远东堪称第一。但汉阳铁厂建成后，由于经费不足、燃料短缺，其设备没能全部投入生产，两座炼生铁大炉只开炼一座，到1895年10月中旬为止，共炼出生铁5660余吨、熟铁110吨、贝色麻钢料940余吨、马丁钢料450余吨、铁货拉成钢条板1700余吨，远远没有达到其所拥有的生产能力，不久便以失败告终，招商承办。
汉阳铁厂虽然在建成以后效益不好，但它的创建也体现洋务企业创新、发展的气象和张之洞兴办洋务企业的特色。中法战争之前，洋务企业中没有真正的钢铁冶炼工厂；中法战争之后，为了增进军火和机器生产，才开始创建钢铁冶炼工厂。第一个钢铁厂是贵州青溪铁矿所设的铁厂，于1886年开始筹建，由官商合办，采官督商办体制，至1890年才建成投产，随即因主办者潘霨的死亡而歇业，至1893年完全停办。第二个是上海机器局所建的炼钢厂，于1890年开始筹建，旨在为“仿造前后膛钢质大炮并后膛新式兵枪”提供原材料。至1892年建成一座日产3吨钢的平炉，效果较好，“炼成纯钢，卷成炮管、枪筒，并大小钢条，精纯坚实，与购自外洋者无殊”；1894年后又建成一座日产15吨的平炉，并配置轧钢设备等。该厂虽能坚持生产，但规模较小，产量较低。直到张之洞创办汉阳铁厂，才把钢铁工业的水平推进了一大步，出现了新气象。
张之洞创办汉阳铁厂更具争取“自强”的色彩。这集中表现在他创建炼铁厂的出发点上。一是为了“开辟利源”，给军火制造、民用器械制造，乃至正在筹备的铁路建设提供原材料。他说：“举凡武备所资枪炮、军械、轮船、炮台、火车、电线等项，以及民间日用、农家工作之所需，无一不取之于铁。”又指出：“湘煤、湘铁甚多，黔铁、鄂铁亦不少，皆通水运。鄂省为南北适中，若此处就煤铁之便，多铸精械，分济川、陕、豫、皖、江、湘各省，并由轮船运沪，转运沿海，处处皆便，工费亦省。”“腹省军营，于军火一串，至今未能精求，此厂可开风气；于西路甘、川边防大有益，······尚不独煤铁近便也。”在他看来，中国不是没有炼铁的原料，所缺少的只是炼铁的设备和技术，如能引进设备和技术，择适当之地设厂，就可以自行炼铁，促进军火制造。二是为了“杜绝外耗”，挽回国家利权。他说：中国进口洋货之中，“洋铁最为大宗”，“查光绪十二年贸易总册所载，各省进口铁条、铁板、铁片、铁丝、生铁、熟铁、钢料”，以及铁针等类，合计“值银240余万两”；“十四年贸易总册，洋铁、洋针进口值银至280余万两”。如是，“惟事以银易铁，日引月长，其弊何所底止”。因此，“必须自行设厂”制造，推广使用，“在我多出一分之货，即少漏一分之财，积之日久，强弱之势必有转移于无形者”。三是为了避免“仰给于人”，谋求军火和机器制造工业的钢铁自给。他说：“各省制造军械、轮船等局，所需机器及铁钢各料，历年皆系购之外洋，上海虽亦设炼钢小炉，仍是买外洋生铁以炼精钢，并非华产。若再不自炼内地钢铁，此等关系海防、边防之利器，事事仰给于人，远虑深思尤为非计。”四是提出全面仿造洋货。他指出：“通商以来凡华民需用之物，外洋莫不仿造，穷极精巧，充塞土货。·····近来各省虽间有制造等局，然所造皆系军火，于民间日用之物，尚属阙如。臣愚以为，华民所需外洋之物，必应悉行仿造，虽不尽断来源，亦可渐开风气。”
——摘编自虞和平 谢放著：《中国近代通史第三卷——早期现代化的尝试（1865-1895）》，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1月第1版，第六章，第309-311页
试题反思：
[bookmark: _GoBack]本题从核心素养角度体现了史料实证，通过概括材料中的主要观点，得出结论张之洞与李鸿章在如何修筑铁路上有分歧，即修筑铁路与炼铁执先孰后；从历史解释的角度分析蕴含了中国近代化道路的艰难性，即统治阶级由于内部矛盾，在具体实现铁路现代化发展道路存在分歧，体现了中国近代化道路的曲折性；从家国情怀角度看，虽然材料在发展铁路现代化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曲折，但是相对于洋务派与顽固派在是否修筑铁路的分歧的基础上，洋务派内部在修筑铁路方面，统一了意见，体现了中国近代化在曲折中发展前进的历史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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